
市场化改革与腐败治理：基于微观案件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的腐败现象也呈增长趋势。本文通过对

1993—2013 年 3 843 个腐败案件的分析发现，那些具有配置资源权力的官员

出现腐败问题的可能性更大，程度也更严重。这一效应在官员的任职领域正处

于市场化改革阶段时被放大，但随着改革的完成而大幅度减小。市场化过程中

腐败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或不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

市场化本身。因此，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才能清除权力寻租的土壤，进而遏制腐

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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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rruption not only hind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jeopardises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The literature on corruption of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argues that the lack of market competition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frequent corruption,

which means that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nd the role of the market rather the power in

resource allocation can curb corruption to a great extent. However, since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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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in China, corruption has shown an upward tendency. This has led the public as

well as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marketization is the cause of corruption and thus

question its legitimacy.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3 843 corruption cases from 1993 to

2013，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half-hearted incomplete market reforms not on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but also the severity of corruption. However，once the reform

programs ended，the corruption activitie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A series of

heterogeneity and placebo tests provide further support to this conclusion. The abov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institutional root of corrup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sation lies

in incomplete or half-hearted reforms rather than marketisation itself. Therefore，only by

adhering to market-oriented reforms can we gradually eliminate the ground for rent-

seeking and thus effectively curb corrup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eepening marketization reforms and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words：marketization reform，corruption，resource allocation

一、前言

腐败问题不仅阻碍经济发展，也危害政府治理的质量，甚至还会影
响政治稳定。腐败问题通过多种机制产生负面影响：从经济方面来说，
腐败盛行的社会环境会促使企业通过行贿而非提高生产率来最大化其
利润，其结果是降低投资，抑制创新并扭曲资源配置（Lambsdorff，2003；
Dal Bó and Rossi，2007；Paunov，2016；Rose-Ackerman and Palifka，2016；
Zeume，2017；Agarwal，et al .，2020）；从治理方面来说，腐败通过扭曲公
共支出和政策制定降低了政府效率及公众支持，危害治理质量（Della
Porta，2000；Lambsdorff，2005；Morris and Klesner，2010；Mironov and Zhuravskaya，
2016；Liu，et al .，2017；Brierley，2020）。针对转型国家研究的文献认为，
缺少市场竞争是导致腐败问题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Treisman，2000；
Goel and Nelson，2005；Gerring and Thacker，2005；Alexeev and Song，2013；
Bennett，et al .，2013），这意味着，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发挥市场而非权力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问题。然而，我们注
意到，自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腐败案例呈现增长趋势：全国各级
法院审结的贪污贿赂案件从 1989 年的 1.6 万件增加到 2017 年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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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 1腐败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呈现增长趋势，很容易使公众甚至
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是腐败问题的成因，进而质疑市场化改革的
正当性。基于微观腐败官员数据的实证检验，本文认为，不彻底的市场
化改革才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只有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方
向，才能清除权力寻租的土壤，进而有效遏制腐败问题的出现。

市场化改革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目的是利用
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De Melo，et al.，1996；陈宗胜等，1999）。
市场化过程为市场和权力的互动提供了机会，增加了地方官员“以权谋
私”的可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出现腐败现象非中国独有，前苏联及东欧
国家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Tanzi，1995；Sun，1999；Blanchard and Shleifer，
2001；Broadman and Recanatinia，2001）。就腐败问题的成因来说，很多研
究主要归结于在市场化过程中对官员缺乏监管，才使他们拥有更大的
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腐败机会（Meaney，1989；Gong，1994；Oi and Walder，
1999；Sun，2004；Gong，2006；Gong and Shi，2009；Gong and Zhou，2015）。
这些研究为市场化改革中腐败问题的出现提供了详细的描述性证据，
但笔者认为，该议题依然有继续推进的必要，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现有研究大都侧重于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导致腐败问题的发生，但
对市场化深入后腐败问题的动态变化关注不足。理论应当能够同时解
释腐败问题的发生、变化及消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现有文献所
关注的因素大都是由市场化改革所导致，而非市场化本身的内涵。第
二，中国从 1978 年至今一直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一些领域的市场化改
革完成得较为彻底或已经完成，但也有一些领域尚未开始或较为慎重。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市场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它与腐败问题的关系，
而需要分阶段讨论，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分析框架。第三，现有文献相
对缺乏基于微观数据的系统性实证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共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全国性市场化改革：价
格“双轨制”改革（1981—1994）、国有企业改革（1995—2002）和土地市
场化改革（1999 年至今）。这三次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具

1.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0 年 3 月 29 日（http : / /www.npc.gov .cn /wxzl /
gongbao/1990-03/29/content_1479172.htm，2020 年 12 月 13 日获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2018 年 3 月 25 日（http : / /www.court .gov .cn /zixun -xiangqing -87832.html，2020 年 12 月
13 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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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市场化改革和腐败问
题的关系：腐败问题总是集中出现在那些市场化改革还未完成的领域。
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同时存在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价格，部分由
市场决定，部分由计划决定，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就为腐败行为提供了
机会。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官员对于资源的配置权将会被逐渐削
弱，市场扭曲导致的寻租问题也将被逐渐消除。上述逻辑从市场化进程
（时间）角度阐述了资源配置权力与腐败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实证检验
上体现为：与没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相比，那些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
官员出现腐败问题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会更高。本文基于最高人民检
察院主管的《检察日报》1993—2013 年所报道的全部 3 843 个腐败案件
来检验上述假设。我们发现，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既提高了腐败发生的
概率，也增加了严重性，但这些影响在改革结束后大幅度变小。一系列
异质性和安慰剂检验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本文的研究结
论一方面为政策制定者及公众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导向提供了实证依
据，另一方面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市场化改革与反腐败斗争之间
的逻辑脉络与理论联系提供了实证注脚。

二、市场化进程与腐败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本部分将介绍中国三次市场化改革及官员腐败问题在此过程中呈
现的阶段性特征。

（一）价格双轨制（1981—1994）
价格改革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系统的市场化改革。20 世纪 80 年

代初，国家逐步取消对重要生产资料的定价。从 1981 年首次在工业生
产资料领域出现同一产品两种价格，到 1985 年允许企业按市场价格销
售计划外商品，生产资料价格同时按照计划调拨和市场供求双轨定价
的方式得以完全确定。 2 这就意味着同一种商品同时存在较低的调拨
价和较高的市场价。1989 年 11 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

2. 根据张军（2016）对于价格“双轨制”形成的回顾，1981 年在原油上首次出现了工业生
产资料同一产品两种价格的情况；1983 年，国家允许超额生产的成品油和煤炭按照市场
价格出售；1984 年的“扩权十条”允许企业自销或超产部分可以在规定幅度内定价出售；
1985 年出台《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照市场价格销
售计划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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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逐步取消“双轨制”。1994
年之后，国家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而是把价格改革的重点放在建
立、健全市场管理和价格调控体系上。 3 因此，我们将价格改革结束的
时间定为 1994年。价格“双轨制”被视为价格的行政控制和市场调节间的过
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调控的稳定（刘国光，1985；华生等，1986）。

在价格“双轨制”时期，由国家计划分配的重要生产资料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依然占有相当大比重。 4 那些有机会取得计划调拨物资的国有
企业仍可按低于市场价的调拨价购买物资，较低的调拨价格和较高的
市场价格之间的价格差就为一些官员和国企管理者提供了寻租空间。
这种利用物资调拨权先以计划价格获取生产资料，然后在市场上高价
转售以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被称为“官倒”，是 80 年代最主要的腐败形
式（White，1996；Gong，1997；Hellman，1998）。 5 图 1 的数据显示，“官倒”
现象随着价格改革的开始而增加，并在价格“双轨制”政策结束时迅速
减少甚至彻底消失。具体来说，这一类型的犯罪在 80 年代占所有腐败
案件的 33%左右，并在 1990 年达到最大值（38%），随后迅速下降，并在

数据来源 ：笔者利用 《检察日报 》（1993—2013 ）报道的案件汇总

图 1：价格 “双轨制 ”、企业改制及土地开发相关的腐败案件比重

3. 参见 1995 年政府工作报告（1995 年 3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4. 例如，1979 年，钢材、木材和煤炭等重要物资中由计划分配的比重在 60%以上，到
1988 年仍保持在 40%左右。
5. 在政策法律文本中与“官倒”对应的表述为“投机倒把”。例如，在国务院 1987 年颁布
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中具体定义了 11 种行为及处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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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之后不再出现。

（二）国有企业改制（1995—2002）
为了解决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普遍低效且亏损的问题，中央

政府在 1995 年决定通过实施“抓大放小”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
性改组。 6 在扶持 1 000 家国有大型企业的同时，该政策的重点放在采

用兼并、租赁、承包和出售等形式改革公有制小企业。7 1995—2002 年，
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完成了改制，国有、集体企业数量占比从
83%下降到 37%，8余下没有完成改制的主要是那些经营状况较好的大
型企业。至 2002 年，以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亏损为主要目标的各
项改革进入尾声。2002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决定启动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改革，重点转向针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政企关系和管理责任的改
革（邵宁，2014）。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国企改革至今仍在持续进行，但以
企业改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主要集中在 1995—2002 年。由于本文所强
调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给腐败行为带来的机会主要发生在国企的改
制重组过程，因此，笔者选择以 2002 年作为改革的结束年份。

虽然很多文献认为国企改革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对经济
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白重恩等，2006；胡一帆等，2006；许召元、张文
魁，2015），但市场化过程中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转移给腐败行为创造了
大量机会（Wedeman，2012）。国企改制过程中腐败问题发生的逻辑与价
格“双轨制”改革非常相似：一些具有国有资产定价权的官员及企业管
理者通过隐瞒企业资产和信贷的真实价值或虚报企业的支出和债务负
担等方式压低国有资产价格以谋取私利（袁志刚，1995；石晶，2005；曹
红柳、胡刚，2006）。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腐败问题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
失。90 年代初，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预计在每年 500 亿—1000 亿元。9

由图 1 可知，与企业改制相关的犯罪是 90 年代后期最主要的腐败形
式。该类犯罪的比重在 1995 年之前一直在 14%左右，随着大规模改制

6. 1995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
7. 见国家经贸委《关于印发<关于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的通知》，国经贸企
[1996]491 号文，1996 年 7 月 24 日。
8.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部门机构数（1990—2003）整理。
9. 数据来源：《经济研究资料》1994 年第 1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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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始，迅速增加到 35%。与国企改制相关的腐败案件在三年改革攻坚
（1998—2000）之后迅速减少，并在 2003 年之后维持在 8%左右。

（三）土地市场化改革（1999 年至今）
土地市场改革的进程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关。1994 年“分

税制”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渐由工业化转变到与土地相
关的城市化上（孙秀林、周飞舟，2013）。1999 年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明
确规定地方政府可依法对土地进行征用，从而保证了地方政府成为一
级土地市场上的供应者，实际掌握了对土地资源的分配权。10 政府主导
的征地费用与市场主导的土地出让金之间的价格差为权力寻租提供了
机会：房地产开发商通过行贿官员以便以更低的土地出让金获取土地
资源。受贿官员降低土地出让金的方式主要包括转变土地用途、在招拍
挂过程中采用不正当手段出让土地、事后返还出让金等方式（朱秋霞，
2007；曾忠平、刘春梅，2016）。11 数据显示，2000 年后与土地相关的腐败
问题逐渐成为最主要的腐败类型且逐步增加，2008 年，已经占所有腐
败案件的 45%（见图 1）。 12由于中国依然处于土地的市场化改革过程，
所以我们预期土地相关的腐败案件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依然会处于
高位。

三、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设

市场化改革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其目的是利
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在改革过程中会产生计划和市场
并存的双轨经济，此时的价格部分由市场决定，部分由计划决定，两个
价格间的差距就为官员“以权谋私”或寻租提供了机会。随着市场化改
革的推进及完成，官员对于资源的配置权将会被逐渐削弱，市场扭曲所

10. 相关规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 年修订）（1998 年 8 月 29 日发
布）第 2 条。
11. 对于这些低价出让土地方式的介绍，也可参见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领域涉土涉
矿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2013 年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http : / /www.
mnr .gov .cn/zt /dj / jgdj / ffcl /201812/ t20181205_2376564.html）。
12. 其他学者基于不同数据计算出的比重略有差异，但都认为该指标所占比重最大且稳
定上升。例如，公婷、吴木銮（2012）发现国土领域腐败案件比重从 2000 年的6.43%上升
至 2009 年的 22.6%。朱江南（Zhu ，2012）发现国土资源领域腐败案件中的官员在所有腐
败官员中的比重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4%上升到 2007 年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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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寻租型腐败问题将会被逐渐消除。当然，如果没有进行市场化改
革，因为不存在外部市场，资源全部由计划配置，权力同样难以变现寻
租（市场化改革与腐败问题的关系见图 2）。价格“双轨制”改革、国有企
业改制、土地市场化过程中官员腐败行为的阶段性特征与上述分析框
架相符合。具体而言，在价格“双轨制”改革前，价格由计划决定，此时
的资源价格没有计划和市场之分。只有在价格处于“双轨制”改革期间，
官员才有机会利用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进行寻租。而当市场化改革完
成后，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此时的权力不再发挥作用，这种类型的腐
败问题就消失了。在国有企业改革前，企业存废完全由国家计划决定，
关停的企业也不会在市场出售，此时的权力无法变现。国企改制期间，
掌握企业出售定价权的官员可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亏损”企业
出售给行贿的商人。改革结束后，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全由市场决定，权力
发挥作用的空间大大降低。相应的，通过贱卖国有资产寻租的腐败案件
就会显著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同样遵循类似的逻辑。当前的
土地市场正是一个由半市场半权力主导的领域：土地有市场价格，但行
政权力对其分配仍有很大影响。按照上述逻辑，在土地市场定价机制完
善之后，我们预期土地开发领域的腐败案件将会显著减少。

图 2：市场化改革进程与腐败问题

上述逻辑从市场化进程（时间）角度阐述了配置资源权力与腐败行
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那些拥有资源配
置权力的职位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腐败问题更多且更严重。 13在
实证分析中，我们首先直接比较两种职位在腐败程度上的截面差异。这

13. 检验该假设较为理想的研究设计是，利用这三次市场化改革，并结合双重差分策略
来识别市场化对腐败的影响。该策略需要将涉案官员职位定义为资源配置型职位和非
资源配置型职位，然后比较这两种职位在市场化转型中和之后在腐败程度上的差异。使
用该策略遇到的问题是这三次改革直接涉及的职位观察值太少，也会浪费大量样本，进
而导致估计效率降低。和“双轨制”直接相关的职位观察值是 67 个，和企业改制相关的
职位观察值是 241 个，和土地市场改革相关的职位观察是 84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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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假设那些有资源配置权力的职位只能在市场化改革期间被用来
谋取私利，在市场化之前和之后都不会发生腐败问题；而非资源配置型
职位的腐败行为与市场化改革无关，在未发生和已经完成市场化改革
的领域才可能产生腐败问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后者可被视为
前者的反事实：他们在腐败程度上的差异便可视为市场化的影响。

四、数据与实证方程设置

实证检验所需的数据来自 1993—2013 年《检察日报》所报道的全
部 3 843 个腐败案件。 14以下将介绍这些变量的构建方法、统计描述和
实证设置。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与公职人员寻租相关的腐败程度。

资源配置型职位的官员在市场化改革期间的腐败问题增加会同时体
现在可能性（intensive margin）和严重性（extensive margin）两个方面。就可
能性来说，我们根据案件发生的年份，按照案件涉及的不同职位，构建
了以“职位—年份”为单位的案件数量作为检验市场化改革对腐败问
题发生概率影响的被解释变量。就严重性来说，我们用官员受贿总金
额、受贿次数和平均受贿金额来测量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考察后两
者的原因是为了进一步探索总金额的变化来自受贿次数的增加还是
平均受贿金额的增加。我们首先从《检察日报》中找出所有受贿案件，
然后从案件报道中提取每个腐败官员的受贿信息，并依此构建了这些
被解释变量。

（二）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官员职位是否具有配置公共资源的权

力”。定义一个职位是否属于该类别的依据是有权配置的资源是否具
有市场价格：若一个官员在有腐败行为时的职位有配置公共资源的权
力取值为 1，反之为 0。 15本研究分析的腐败案件涉及 64 个职位，其中

14. 在稳健性讨论中，我们也将数据补充到 2020 年，使其覆盖反腐期间的样本。核心结
果没有显著改变。具体参见表 3 的模型 5。
15. 对于涉案官员曾在多个类型的职位上都有过腐败行为的案例，我们将其分别视作单
独观察值。当然，这些观察值在个人信息相关变量取值相同。在样本中，这部分官员占
4.7%。我们也尝试只用最后职位信息构建单一观察值，估计结果仍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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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个具有资源配置权。 16表 1 整理了所有涉案官员的职位及所属职位
类型。

表 1：涉及职位所在部门

资源配置权 非资源配置权

案件涉及
职位

税收、盐业、民政、劳动、土地、教育、经贸、工商、交通、铁
路、水利、建设、农业、海关、市场、市政、进出口、矿产、工
业、烟草、水电、安全、经济、机关用房、医疗卫生、环境、
招标、物资、旅游、企业管理、金融管理、储备物资、口岸
管理、社会发展、建设、后勤、信息化工作、核电、社区、咨
询、石油、黄金、城乡、劳动

物价、人事 、监狱、规划、技
术监督、 食品药品监督、证
监、安监、社保、国资、移民、
城管 、计生 、科技 、检验检
疫、公检法、公积金、督查、
海上监督、港务

注 ：数据为笔者整理 。

图 3 展示了有资源配置权类型职位的腐败案件样本比重的变化趋
势。我们发现，与有资源配置权职位相关的腐败案件所占比重存在周期
性波动且变化幅度较大。比如，1984—1992 年，该类腐败案件比重维持
在 82%左右，但在 1993 年迅速下降到 65%，1994—2000 年又稳定上升，
最高到约 85%，然后又迅速下降，并从 2002 年开始稳定地维持在 70%
—75%。该趋势和图 1 展示的三个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相互呼应。

注 ：数据为作者整理

图 3：样本中涉及资源配置权腐败案件的百分比变化

由于在不同市场化改革时期，是否为资源配置型职位的内涵不同，
我们需要使用虚拟变量以标识出不同的阶段。具体来说，我们对于企业

16. 在基础回归之后，我们尝试用多种归类方式以检验回归结果是否受到定义方式的影
响。将非资源配置权分类中的物价、人事、城管和计生算作资源配置性职位，或把之前属
于资源配置性的税收、海关、烟草、环境、金融、口岸管理这些可能涉及执法的职位删除，
上述处理并没有改变表 3 的估计结果。此点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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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或改革的进度同时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赋值：企业改制之前（1994
年及之前赋值为 0）对比改制期间（1995—2002 年赋值为 1）、企业改制
期间（赋值为 1）对比改制之后（2003 年及之后赋值为 0）。17对于土地市
场改革，由于在样本所处时期该项改革尚未完成，我们用改革之前
（1998 年及之前赋值为 0）对比改革期间（1999 年及之后赋值为 1）对改
革进度赋值。18 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这些时期的虚拟变量将以交互项
的形式被纳入回归，以探索两种类型职位在改革前后的变化。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个体和宏观两个层面。19 就个体层面来说，我们收集

了其他影响官员腐败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案发时年龄、行政级
别及是否正职。样本中腐败官员 94%为男性，案发时平均年龄为 50 岁，
时任职位级别均值为 3.92（县处级），20%的腐败官员为正职。就宏观层
面来说，我们收集了案件所在省份的政府规模、经济开放程度、教育水
平、财政分权等可能影响腐败问题的宏观变量。其中，政府规模用地方
政府人均财政支出测量，经济开放程度用 FDI 占 GDP 的比重测量，教
育水平用万人大学生数量测量，财政分权用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占
全国财政预算内支出比重衡量。20 表 2 提供了这些变量的统计描述。21

17.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把 1995—2002 年作为国有企业改制的时间。考虑到本文实证分
析基于的是案例数据，一个较为理想的赋值方式是分地区区分市场化进度。在实际操作
中，我们发现系统的搜集分地区企业改制进度非常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即
使在省市区内部，改制的时间也不一致。如果采用均值赋值又涉及下一个问题；第二，针
对特定地区无法清晰地定义出年份。在操作中，我们发现，新闻报道里经常提及“首次”
“全面推进”“进一步推进”“深水区”“深化改革”“完成”等，前后年份跨度很大，且没有
单独指标能够在多地区报告中都系统存在。本文之后的实证分析发现，基于三类改革获
得的结论均一致，这说明用 2002 年“一刀切”的方法定义企业改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提取市场化进度的时间差异。
18. 由于和“双轨制”相关的职位都只存在于改革期间，这导致我们无法通过比较改制期
间和改制之后的方法来识别市场化的作用。
19. 所有控制变量的取值对应时间都为腐败行为发生的年份。对于存在多次腐败行为的
案例来说，腐败对应年份为最早时间。
20. 周黎安、陶靖（2009）讨论了政府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及教育水平对腐败产生的影响；
吴一平、芮萌（2010）讨论了分权对腐败行为的影响。
21. 是否为资源配置型岗位的官员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比如，那些具有更高腐败
倾向的官员可能通过游说或行贿等手段谋求资源配置型岗位。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
观察到的结果也许不是职位本身的效果，而是个体自选择结果。我们从两方（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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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分类变量为比例绝对数值类变量在实证分析中均取对数 ，涉及金额的按照

2000 年购买力调整 。

五、实证分析

（一）市场化改革与腐败发生的可能
为了考察可能性的变化，我们需要比较同一个职位上的腐败案件

数量在改革前后是否发生变化。如果概率增大的话，我们预期在改革期

表 2：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受贿金额（万元） 3 836 127.42 514.15

受贿次数 1 896 35.21 56.10

平均每次受贿金额（万元） 1 731 3.79 5.36

贪污/挪用公款金额（万元） 1 689 365.30 623.55

腐败案件数量/职位—年份 1 378 2 .75 1.49

核心解释变量

资源配置型职位 3 043 0.67 0.69

执法型职位 3 043 0.14 0.17

官员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性别（“男”=1） 3 653 0.94 0.24

年龄 2 156 47.65 7.89

行政级别 3 748 3.92 1.92

是否正职（“正职”=1） 3 827 0.20 0.37

案件所在省份社会经济指标

地方政府人均财政支出 3 843 8.15 1.36

FDI占 GDP比重（%） 3 843 3.81 3.23

万人大学生数量 3 843 112.63 71.52

财政分权（%） 3 843 11.51 6.82

面应对该问题：首先，比较这种职位上的官员个人特征是否存在系统差异。这
些指标包括性别、案发时年龄、行政级别及是否正职。结果显示，这两类职位官员的个人
特征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其次，我们也尝试用上述四类个人特征解释职位类型，发现
这些变量都不显著。上述两方面的证据说明，基于个体异质性的自选择并没有导致职位
上的系统差异。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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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资源配置型职位涉及的腐败案件数量要高于改革前后。在操作上，通
过引入企业改制、土地市场改革进度哑变量和职位类型哑变量的交互
项来实现，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Yi，p，t = α + β positionit × Reformt + δXi，p，t + εi，p，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该职位在特定年份腐败案件数量，i 代表第 i 个职
位，p 代表案件发生的省份，t 代表第 t 年；向量 Xi，p，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
量，α 为截距项，εi，p，t 为独立于解释变量的随机扰动项。核心解释变量
是职位类型和改革的交互项。就职位类型变量 positionit 的赋值方法而
言，我们将企业改制或土地市场改革期间具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岗位定
义为处理组，将在此期间没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岗位定义为控制组。图 4
展示了改革期间和资源配置型职位哑变量交互项的点估计值和对应的
90%置信区间。从左至右的系数分别是企业改制相关的资源配置型职
位作用在改制之前和改革期间在腐败程度上的差异（点估计值是 0.04，
标准误是 0.03）、企业改制相关的资源配置型职位作用在改制期间和改
革之后在腐败程度上的差异（点估计值是 0.08，标准误是 0.07）、土地
开发相关的资源配置型职位作用在土地市场改革之前和改革期间在腐
败程度上的差异（点估计值是 0.12，标准误是 0.04）。上述结果意味着，
首先，不管使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作为对照组，资源配置型职位
上腐败问题的发生概率在企业改制前后均没有显著变化。这意味着该
类型职位的腐败问题的增加可能主要是严重程度的变化。其次，资源配
置型职位上腐败问题的出现概率在土地市场改革期间与改革之前相比
有显著提高，说明该类型职位的腐败问题增加可能同时由发生的概率
和严重程度所驱动。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检验改革与腐败问题严重程度
之间的关系。

（二）配置资源权力与腐败问题严重程度
基于截面数据可以检验不同职位类型对腐败问题严重程度的影

响，用如下方程表示：
Y' = c + α positioni + X' β + year + u （2）

其中，向量 Y' 包含涉案官员的腐败程度：受贿总金额、受贿次数和平均
受贿金额。positioni 表示涉案官员是否具有配置资源的权力，“有”取值
为1，否则为 0。向量 X' 表示影响被解释变量的个人和社会经济指标。
year 是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那些随时间变化且影响腐败问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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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运动。u 是其他可能起作用但还没有被模型捕
获的因素，按照假设应该随机分布于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表 3 汇报了官员职位是否有配置资源的权力对腐败问题的影响，
其中，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受贿金额、受贿次数和平均每次受贿金额。由
于受贿次数是计数变量，我们采用 Poisson 模型估计，其他变量则采用
OLS 估计方法。由于每个控制变量中缺失很多个体信息，导致在包含所
有控制变量的方程设置中观察值数量下降很多。为了检验信息缺失是
否影响估计结果，我们首先在模型 1 中使用最宽松的回归设定：解释变
量只包含关键解释变量。在之后的模型中我们逐步控制一系列可能影
响腐败程度的官员个人特征。整体来说，我们发现，和任职于没有资源
配置权力职位的官员相比，那些任职于有配置资源权力职位的官员的
腐败程度更严重：受贿金额会增加 41%。22 同时，在受贿次数上，这类官

注 ： “配置资源×企业改制期间 ” （对照组是 “改制前 ”）的赋值方法是 “企业改制

前 ”（1994 年及之前 ）赋值为 0 ， “改制期间 ” （1995—2002年 ）赋值为 1 ； “配置

资源×企业改制期间 ” （对照组是 “改制后 ”） 的赋值方法是 “企业改制后 ”

（2003 年及之后 ） 赋值为 0 ，“改制期间 ” 赋值为 1 ； “配置资源×土地市场改

革 ”（对照组是 “改制前 ”）的赋值方法是 “土地市场改革前 ” （1998 年及之前 ）

赋值为 0 ，“改革期间 ”（1999 年及之后 ）赋值为 1 。

图 4：资源配置职位对腐败问题发生概率

22. 在全部 3 848 个案件中，如果将受贿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全部有信息的
有 2 046 个案件。我们统计了资源配置型职位和非资源配置型职位样本的缺失比重，发
现前者缺失 73%的数据，后者缺失 75%的数据，两者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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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比其他官员也要高出 0.89 次。结合没有资源配置权力职位官员的腐
败次数样本均值是 12.25，该系数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
切换职位属性就会导致腐败次数增加 8%。上述估计结果均在 0.01 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 4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平均每次受贿金额，它能
帮助我们廓清总受贿金额的增加是来自受贿次数的增加还是每次受贿

表 3：配置资源职位与腐败问题严重程度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受贿总金额
（OLS）

受贿总金额
（OLS）

受贿次数
（Poisson）

平均每次受贿
金额（OLS）

受贿总
金额（OLS）

资源配置型职位 0.59*** 0.41*** 0.89*** 0.04 0.35***

（0.07） （0.06） （0.07） （0.16） （0.07）

[0.08] [0.09] [0.11] [0.18] [0.10]

性别（“男”=1） 0.08*** 0.10*** 0.03*** 0.06***

（0.03） （0.03） （0.00） （0.02）

行政级别 0.43*** 0.21** 0.06*** 0.57**

（0.05） （0.09） （0.02） （0.26）

正职 0.41* 1.37 *** 0.10*** 0.41

（0.19） （0.06） （0.01） （0.31）

人均财政支出 0.15 0.58 0.13 0.08

（0.61） （1.35） （1.35） （0.47）

FDI占 GDP比重 0.08*** 0.87* 0.10 0.06***

（0.03） （0.45） （0.61） （0.02）

万人大学生人数量 0.00*** 0.02*** 0.01 0.00***

（0.00） （0.00） （0.05） （0.00）

财政分权 0.07 0.20 0.05 0.08

（1.38） （1.50） （0.60） （0.52）

2015—2020年虚拟变量 无 无 无 无 有

常数项 有 有 有 有 有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观察值 3 548 2 083 1 289 1 084 2 745

R2/Pseudo R2 0.18 0.26 0.36 0.28 0.25

注 ：1. *p<0.1 ，**p<0.05 ，***p<0.01 。 圆括号中为聚类到省的标准误 ，中括号中

是采用原生聚类靴举方法计算获得的标准误 。

2.模型 5 的数据为 1993—2020 年 ，但不包含 2014 年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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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原生聚类靴举方法方法先后经过 500 次和 1 000 次模拟后，t 统计量的 p 值分
别为 0.044 和 0.045。
24. 由于《检察日报》数字平台只提供了 2015 年及以后的电子化报纸，所以全部数据中
不包含 2014 年的案件。2015—2020 年样本中共有 1 183 个案件，数据搜集方法和之前相
同。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的修改建议。

金额的增加。结果发现，职位类型的差异并未导致平均受贿金额的增
加。就其他控制变量来说，正职、高行政级别、男性官员的腐败程度更
高。最后，考虑到本文的实证样本涵盖了 31 个省级行政区，这种情况下
的聚类到省的标准误可能被低估。我们尝试采用卡梅伦（Cameron，et
al .，2008）提出的原生聚类靴举（Wild Bootstrap）聚类标准误进行解决，
并在方括号内汇报了结果。我们发现两种标准误的结果没有太大差异，
不影响本文的结果。 23

由于研究被解释变量是曝光案件，其取值除了反映腐败问题的严
重程度外，也会受到反腐力度的影响。2013 年开始的反腐运动规模和
力度都是空前的，在这期间获得的数据生成过程可能和之前的样本存
在系统性差异。考虑到模型很难完全捕捉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所有因素，
表 3 的前 4 个模型就没有使用 2013 年之后的数据。在模型 5 中我们使
用1993—2020 年的数据，结果发现，资源配置型职位官员的受贿金额依
然显著高于非资源配置型职位。 24

表 3 所展示的两种职位在腐败问题截面上的差异可能有提取市场
化外其他没有被模型捕捉因素的作用，该因素最有可能是职位异质性。
虽然我们比较了两种职位上的官员的个人信息差异，并加入了个人控
制变量，但可能仍然无法穷尽导致职位异质性的其他因素。我们同样需
要引入相同职位在市场化改革前后的差异来排除这种异质性对结果的
影响。在操作上，通过引入企业改制、土地市场改革进度哑变量和职位
类型哑变量的交互项来实现，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Yi，p，t = α + β positionit × Reformt + δXi，p，t + εi，p，t （2）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受贿总金额和受贿次数，i 代表第 i 个案件，p 代表
案件发生的省份，t 代表第 t 年；向量 Xi，p，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α 为
截距项，εi，p，t 为独立于解释变量的随机扰动项。关键解释变量 positionit

× Reformt 的设置方法与方程（1）相同。图 5 展示了对这些交互项的估
计结果和 90%的置信区间，从左至右的系数分别是和企业改制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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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型职位作用在改制之前和改革期间在两个腐败程度指标上
的差异（腐败金额的点估计值是 0.13，标准误是 0.03；受贿次数的点估
计值是 0.25，标准误是 0.07）、企业改制相关的资源配置型职位作用在
改制期间和改革之后在腐败程度上的差异（点估计值是 0.14，标准误
是 0.04；受贿次数的点估计值是 0.31，标准误是 0.11）、土地开发相关
的资源配置型职位作用在土地市场改革之前和改革期间在腐败程度
上的差异（点估计值是 0.22，标准误是 0.09；受贿次数的点估计值是
0.40，标准误是 0.18）。上述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0。对于受贿金额的估
计结果，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首先，基于企业改制之前和改制期间赋
值获得的估计结果（0.13） 要小于基于改制期间和改制之后的赋值方
法获得的估计结果（0.14）。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完成后腐败程度小
于市场化改革发生之前。其次，企业改制和土地市场化改革的估计系
数都略小于表 3 的估计系数，这意味着基于全样本的基准回归得到的
结论是可靠的。

注 ： “配置资源×企业改制期间 ” （对照组是 “改制前 ”）的赋值方法是 “企业改制

前 ” （1994 年及之前 ）赋值为 0 ， “改制期间 ” （1995—2002 年 ）赋值为 1 ； “配

置资源×企业改制期间 ” （对照组是 “改制后 ”）的赋值方法是 “企业改制后 ”

（2003 年及之后 ） 赋值为 0 ，“改制期间 ” 赋值为 1 ；“配置资源×土地市场改

革 ”（对照组是 “改制前 ”）的赋值方法是 “土地市场改革前 ”（1999 年及之前 ）

赋值为 0 ，“改革期间 ”（1999 年及之后 ）赋值为 1 。

图 5：资源配置职位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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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
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
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
款罪。
26. 格莱泽和戈尔丁（Glaeser and Goldin，2006）将腐败分为配置公共资产中产生的腐败
以及发生在非资产配置方面的腐败，后者主要是执法腐败。但上述仅为理解腐败类型提
供了分析框架，没有研究试图对具体职位进行定义。为谨慎起见，表 1 中非资源配置型
职位中的那些较难定义为执法类型的职位，比如人事、社保、科技、移民、公积金、港务
等，没有被计入该类型。我们也尝试将表 1 中所有非资源配置型职位都定义为执法类职
位并重新估计表 4 的模型 3，交互项结果依然不显著。此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给予的修改
建议。

（三）安慰剂检验
我们将做一系列安慰剂检验以进一步验证上文的结论。首先，如果

资源配置型职位的官员是在市场化改革中通过权力变现进行寻租的
话，那么该变量就只影响受贿类腐败问题，而不是贪污或挪用公款类腐
败问题。贪污及挪用公款是指利用公职非法占有或挪用公共财物。25这
种类型的腐败问题不涉及权力变现，可以在市场化改革的任何阶段发
生。如果上述理论说得通的话，资源配置职位就对这种和市场化改革没
有紧密关系的贪污及挪用公款类腐败问题无显著影响。在实证分析中，
我们用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涉案金额来测量该类腐败的严重程度。
样本中共有 44%的案件涉及该类腐败问题，平均涉案金额365.30 万元。
表 4 的模型 1 展示了该安慰剂的估计结果，不显著的结果意味着市场
化改革过程中配置资源职位通过权力变现来产生腐败，而非通过贪污
或挪用公款。

其次，上文提到资源配置型职位可以较好地解释市场化不同阶段
腐败问题的变化。如果该结论正确，那么那些在市场化不同阶段中性质
不发生变化的职位类型就不能解释腐败问题的变化，比如执法型职位，
样本中有 16%的职位都属于这类职位。26和资源配置型职位不同，执法
型职位的职责没有被直接市场价格化，这意味着该类型职位在企业改
制期间和土地开发市场化时期的交互项不显著。表 4 的模型2 和模型 3
的结果印证了这一预期：对于执法型职位而言，处于市场化改革时期并
不能显著增加受贿的金额，也就是说，与资源配置无关的执法型腐败问
题并不会因为市场化改革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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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聚类到省的标准误 。

2. “执法型职位×改革期间”的参照组依据不同的改革领域有所不同：企业改制时

期哑变量的对照组是“改制后”，而土地开发时期哑变量的对照组是“市场化前”。

六、结论

针对转型国家腐败问题研究的文献认为，缺少市场竞争是导致腐
败问题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发挥市场而
非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我们注意
到，自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腐败问题呈增长趋势，这种趋势很容
易使公众甚至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是腐败问题的成因进而质疑市
场化改革的正当性。廓清市场化与腐败问题之间的关系便具有重要的
学术及现实意义。然而，当前文献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市场化的
发生，对市场化改革深入后腐败问题的动态变化注意不足。同时，现有
文献也相对缺乏基于微观数据的系统性实证证据。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主要的全国性市场化改革及期间发生
的腐败问题类型，试图阐明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腐败问题总是集中发
生在那些正在经历市场化的领域，也就是那些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领
域。其原因在于，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同时存在计划和市场两种
资源配置方式，两种价格之间的差异就为一些具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官
员腐败提供了机会。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资源的配置权将会被逐

表 4：配置资源职位与腐败可能性 ：安慰剂检验

被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贪污或挪用公款金额 受贿金额 受贿金额

资源配置型职位 0.41

（0.89）

执法型职位×改革期间 0.42 0.45

（0.90） （0.89）

个人信息变量 无 有 有

社会经济变量 无 无 有

R2 0.43 0.44 0.51

常数项 有 有 有

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观察值 1 425 1 240 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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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削弱，市场扭曲所导致的寻租型腐败将会被逐渐消除。本文基于《检
察日报》1993—2013 年所报道的腐败案件来检验上述假设，结果显示，
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既提高了腐败问题发生的概率，也增加了腐败问
题的严重性。这些影响在改革结束后大幅降低。由于实证分析所依赖的
数据来自于媒体报道，这会在两个方面影响结论的可靠性：第一，无法
知道案例选择的标准；第二，收集案例在很多控制变量的取值上存在缺
失值，以后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在这两方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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